
略論澳門“新國安法”的三大立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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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 年 6 月 12 日，《 政府公報 》重新公佈了經第 8/2023 號法律修改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

本文旨在從三個方面就 “ 新國安法 ” 的立法特徵作深入探討。首先，本文從落實 “ 總體國家安全觀 ” 的角

度，論述了“ 新國安法 ”所體現的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徵。其次，本文從《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與刑事

實體法之間的相互關係出發，論述了“ 新國安法 ”所體現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地緣特徵。最後，本文以

實體法與程序法互為支撐的依賴關係為視角，論述了“ 新國安法 ”所體現的實體法與程序法相得益彰的

結構特徵。正是通過對這三大立法特徵的論證，由此表明 “ 新國安法 ” 當之無愧地是澳門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律體系中具有基礎、主幹和核心地位的法律。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  國安法  基本法  刑事實體法  程序法

2023 年 5 月 18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以下簡稱“ 特區立法會 ”）全票通過了關於《 修改第

2/2009 號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法案；5 月 25 日，行政長官簽署並命令公佈第 8/2023 號法律

《 修改第 2/2009 號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法 〉》；6 月 12 日，《 政府公報 》重新公佈了經第 8/2023 號

法律修改後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為表述方便，經修改並重新公佈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簡稱為“ 新國

安法 ”，原未經修改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 》則簡稱為“ 原國安法 ”）。“ 新國安法 ”的修訂與公佈對澳門特

別行政區（以下簡稱“ 澳門特區 ”）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認為，“ 新國安法 ”具有三個顯著

的立法特徵，即時代特徵、地緣特徵和結構特徵，正是這三大立法特徵，使 “ 新國安法 ”當之無愧地成為

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中的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基於此，本文擬就 “ 新國安法 ”的三大立法

特徵，談幾點個人學習體會。

一、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標誌着“新國安法”的時代特徵

    法律必須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同樣，法律也必須隨着理念的變化而變化。這一點在事關國家安全

的立法方面尤為重要。

( 一 ) 從傳統國家安全觀到“總體國家安全觀”

    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的國家安全事業產生了歷史性的變革，這一變革的核心就是實現

了從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向“ 總體國家安全觀 ”的轉變。

    長期以來，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在人們的意識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種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側重的

是強調國家的政治安全、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過去人們常說的 “ 禦敵於國門之外”，其實就是傳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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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在人們意識中的具體反映。從 1983 年中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使用“ 國

家安全 ”這一概念，到 1992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將“ 國家安全 ”放在 “ 軍隊建設 ”部分

來看，在國家安全的理念上，傳統的國家安全觀佔據着主導地位。

但是，世界風雲變化莫測，隨着國際形勢的發展，過去那種單純依靠武力或發動大規模戰爭來推翻、

顛覆他國政權的情況明顯減少，更多的則是以所謂的“經濟制裁 ”、“ 文化輸入”及“顏色革命 ”等方式，從

一個國家的內部來製造社會混亂，最後達至推翻、顛覆他國政權的目的。由此可見，面對國際上複雜多變

的發展和安全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加，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有效地控制，這些

風險因素就有可能演變為政治風險，特別是各種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在中國製造“顏色革命 ”，妄圖顛覆中國

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正是基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再僅僅強調“ 禦敵於國門之外”是遠遠

不夠的，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必須予以轉變，以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這也是時代的必然要求。2013 年，為

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安全事務的領導，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成立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4 年，在中

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正式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念；2015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重新頒佈，並將“總體國家安全觀”納入了法制軌道。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指出，“ 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

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1”。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 當前我國

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

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

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2”。質而

言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就在於從整體的角度全方位來考察國家安全的內涵，以此來構建集政治安

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資訊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

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

( 二 ) 2009 年“原國安法”的立法背景

2009 年 2 月 25 日，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 》（ 以下簡稱“ 基 本法 ”）第

二十三條規定，特區立法會通過了特區政府提交的 “ 維護國家安全法 ”法案；同年 3 月 2 日，“ 原國安法 ”

正式生效。“ 原國安法 ”參照了《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內容，第一條至第五條規定了“ 叛國罪 ”、“分裂國家

罪 ”、“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 ”、“ 煽動叛亂罪 ”和 “ 竊取國家機密罪 ”共五個具體犯罪，此外第六條和第七

條還規定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

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要根據具體行為性質按照“ 原國安法 ”規定

的五個罪名承擔刑事責任 3。

1. 《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出版，第 234 頁。

2. 同注 1，第 235 頁。

3. 有人認為，“原國安法”第六條和第七條也是規定了獨立的犯罪，所以“原國安法”共規定了 7 個獨立罪名。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因“原國安法”第六

條和第七條規定的都是法人性質的犯罪，並採取“雙罰制”原則，即既處罰組織或團體中的責任人員即行為人，也處罰相關組織或團體。在具體

定罪量刑時，對責任人員即行為人定的罪名和對組織或團體定的罪名必須是一樣的同種罪名，這是追究法人性質犯罪刑事責任的基本定罪原則。

舉例來說，假設某政治性組織中的人員以該組織的名義並為該組織的利益實施了分裂國家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給相關責任人員即行為人定

的罪名一定是“分裂國家罪”，對其處罰就是按照“分裂國家罪”的法定刑處罰；而給該組織定的罪名就一定是跟着責任人員的行為走，同樣定“分

裂國家罪”，只不過對其處罰應當按照第六條和第七條專門為犯了罪的組織或團體設置的刑罰處罰。可見，這裏並不存在什麼其他“獨立罪名”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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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肯定，“ 原國安法 ” 不僅準確反映了《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原則性規定，充分體現了特區政府

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信心，而且也為在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提供了法律保

障。但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考察，“ 原國安法 ” 很明顯有其“先天不足”之處，而這個 “先天不足”之處

就是關於國家安全觀的理念已遠遠落後於形勢的變化和發展。當然，造成這個 “先天不足”的根源與“ 原

國安法 ” 的立法理念無關，而在於《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本身所體現並遵循的國家安全觀依然還是傳統

的國家安全觀。因為如上所述，“ 總體國家安全觀 ” 的提出和確立是在 2014 年之後，《 基本法 》的頒佈

則是 1993 年，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在國家安全觀的導向上，必然也是以傳統的

國家安全觀為立法導向，這一點從《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所列舉的幾種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行為中就可

以窺見一斑。理念上的變化，必然會引致立法上的不足。所以，當 2014 年國家提出“ 總體國家安全觀 ”

並將其作為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立法的根本原則之後，澳門特區究竟應當如何在 “ 總體國

家安全觀 ”的指導下，結合多年來發生在香港、澳門特區尤其是在香港特區發生的實際情況來修訂 “ 原國

安法 ”，自然成為澳門社會必須思考的一個深層次問題。

可喜的是，這一深層次問題已引起澳門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並在 “ 總體國家安全觀 ”指

導下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立法措施。比如，2018 年，特區政府設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加強並統籌

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務 4。2019 年，特區立法會通過修改法律，明確規定涉及“ 原國安法 ”所規定的罪行的

訴訟，應由屬確定委任且具有中國國籍的檢察官和法官行使檢察權和審判權 5。此後幾年，特區立法會還

陸續通過了《 網絡安全法 》6、《 民防法律制度 》7、《 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入境管控、逗留及居留許可的法

律制度 》8、《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 》9 等與“ 總體國家安全觀 ”密切相關的法律。

( 三 ) 修訂“原國安法”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必然要求

毫無疑問，“ 原國安法 ”作為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中的最重要的法律，對維護國家安全

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以“ 總體國家安全觀 ”來指導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首先必須在 “ 原國安

法 ”中加以貫徹、落實。關於這個問題，特區政府其實早有充分考慮，幾年前就已責成有關機構負責着手

“ 原國安法 ”的修訂工作，並於 2022 年 8 月 22 日至 10 月 5 日，正式向社會公眾推出了修改 “ 原國安法 ”

的諮詢文本。

正如特區政府代表在修改《 原國安法 》的理由陳述中闡述的那樣，“ 原國安法 ”儘管對澳門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然而法律僅限於透過懲治若干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以

維護國土、政治和軍事等傳統領域安全，與之相配套的刑事訴訟制度和預防性措施有待健全，也未能對

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起到引領和促進的作用，故確有需要及時予以完善，以貫徹中

央‘ 總體國家安全觀 ’所提出的要求，從而更有效應對今後的內外安全形勢 ”。可見，“ 原國安法 ”之所以

4. 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權請參閱第 22/2018 號行政法規。

5. 參閱第 4/2019 號法律第 5 條關於在第 9/1999 號法律中增加第 19-A 條的規定。

6. 第 13/2019 號法律。

7. 第 11/2020 號法律。

8. 第 16/2021 號法律。

9. 第 10/2022 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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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對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起到引領和促進作用，關鍵在於其立法中缺乏“ 總體國家安全觀 ” 的指

導，故難以維繫並發揮其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的地位。

有鑑於此，為了充分貫徹、落實 “ 總體國家安全觀 ”，“ 新國安法 ”增設了第一章，其標題就是“一般

規定 ”。通過第一章的規定，“ 新國安法 ” 不僅規定了體現“ 總體國家安全觀 ” 的國家安全概念、“ 新國安

法 ” 的適用範圍以及澳門特區對國家安全所負有的憲制性責任，而且還規定了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的組成與職責，以及澳門特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對國家安全所必須履行的義務。比如，關於國家安

全的概念，“ 新國安法 ”第二條明確規定，國家安全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它是指國家政權、

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

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還比如，關於特別義務，“ 新國安法 ”第六條明確規定，

澳門特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必須履行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義務，在擔任法定選舉組織的成

員時，必須履行聲明或宣誓擁護《 基本法 》，效忠國家和澳門特區的義務。此外，作為澳門特區的自然人

和法人，必須履行遵守澳門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的義務，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對有

關部門就維護國家安全行使職權，必須履行合作及提供一切所需協助的義務。尤其應當注意的是，“ 新國

安法 ”不僅將“ 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內部附屬的常設執行及輔助部門 ”正式寫入“ 新國安法 ”第一

章“一般規定 ”之中，而且其第四條還明確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及國家安全技

術顧問，分別列席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其內部附屬的常設執行及輔助部門的會議，履

行中央人民政府賦予的職責 ”。這不僅大大提升了 2018 年由行政長官頒佈行政法規設立的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的法律地位，而且也極大地強化了特區政府對國家安全事務的統一領導，突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在特

區國家安全事務中的指導地位。

綜上所述，“ 新國安法 ”第一章的 “一般規定 ”，無疑顯示了“ 總體國家安全觀 ” 對 “ 新國安法 ”的指導

作用，凸顯了“ 新國安法 ”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中是一個基礎、主幹和核心的法律，因而必然會

大大強化“ 新國安法 ”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中的引領和促進作用。

二、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反映了”新國安法”的地緣特徵

法律必須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法律還必須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作為一個國

家或一個地區的立法，首先應當立足於本國或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立法，這就是法律的地緣特徵。如

果說落實 “ 總體國家安全觀 ”充分標誌着“ 新國安法 ” 時代特徵的話，那麼，嚴格遵循刑事實體法的基本

立法規則，堅持從實際出發，以科學、求實的態度來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具體犯罪，則突出反映了“ 新國

安法 ”的地緣特徵。

“ 新國安法 ”第二章是關於刑事實體法方面的規定。這一章共規定七個具體犯罪即七個獨立罪名，包

括“ 叛國罪”（第七條）、“分裂國家罪”（第八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第九條）、“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

（ 第十條 ）、“ 煽動叛亂罪 ”（ 第十一條 ）、“侵犯國家秘密罪 ”（ 第十二條 ）和 “ 與境外組織、團體或個人

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 ”（ 第十三條 ）。第八條因僅涉及法人性質的犯罪，所以不會涉及獨立罪名的問

題 10。如果我們將“ 新國安法 ”與“ 原國安法 ”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具體犯罪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 新

10. 參閱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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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 ”的規定更注重刑事實體法的立法規則，更注重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立法宗旨，故在立法的合理性及

地緣性方面表現得也更為明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得到佐證。

( 一 ) 關於憲制性法律與刑事實體法之間的關係

關於憲制性法律與刑事實體法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指如何處理好《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三

個禁止性規定 11 與國安法如何規定具體犯罪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 原國安法 ”的立法指導思想與

“ 新國安法 ”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認為，《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三個禁止性規定必須嚴

格遵守，不得有絲毫“ 僭越 ”，所以，“ 原國安法 ” 通過照搬《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第一個禁止性規定所

列舉的五種不法行為，只規定了五個獨立罪名（ 第一條至第五條 ），同時按照《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另

二個禁止性規定，規定了兩個法人性質的犯罪（ 第六條和第七條 ）。但後者則認為，《 基本法 》第二十三

條三個禁止性規定作為參考對刑事實體法規定具體犯罪確實起着一定的指導作用，但不能以此來替代刑

事實體法的立法，因為刑事實體法究竟應當如何來規定具體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有其自身的立法規

則，尤其是要從實際出發。

本文認為，關於憲制性法律與刑事實體法之間的關係，“ 新國安法 ”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正確的。眾所

周知，憲法作為“母法 ”，它規定的都是事關國家運作的 “ 大事 ”，如國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和

義務等“ 大事 ”。而相關的部門法只能在其特定管轄的事務範圍內行使立法權，如刑事實體法就是專門規

定犯罪和刑罰的法律。所以，憲法是不可能去規定具體犯罪和刑罰的，如果說憲法中可能會有個別條款

與刑事實體法有關，那一定不是規定具體犯罪，而是規定某種與法治社會密切相關的基本原則，如有的

國家憲法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具體犯罪和刑罰，這是刑事實體法的專項立法使命，憲法是無法取代的。

在澳門特區的法律體系中，《 基本法 》是一個憲制性法律，因此《 基本法 》規定的內容也類似於憲

法，專門規定事關澳門特區運作的 “ 大事 ”，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政治體制、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

“ 大事 ”，一句話，《 基本法 》也不可能去規定具體犯罪。其實，《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作為憲制性法律的

條款，它的本質屬於一種政治宣示性的條款。第一點宣示是依據 “一國 ”原則，宣示國家安全事關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故澳門特區應當立法，以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性責任。第二點宣示是從“兩

制 ”出發，考慮到澳門特區實行高度自治的實際情況，故授權澳門特區應通過自行立法來維護國家安全。

這兩點立法宣示才是真正體現了《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對刑事實體法立法最直接的指導意義。至於《 基

本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的三種禁止，其性質仍然屬於一種宣示性的規定，並非屬於具體犯罪的規定。比如

說，第一種禁止列舉的五種不法行為，只是一種在傳統國家安全觀念引導下的列舉，它既不可能窮盡所有

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行為，也不是在規定具體犯罪。還比如，第二種和第三種禁止，主要是一種出於捍

衛國家主權而作出的政治性宣示，更不能與具體犯罪相提並論。

綜上可知，《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的三種禁止，其指導意義僅在於提醒刑事實體法的立法者在

規定具體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時，尤其應當注意某些不法行為的表現形式，同時還要注意維護國家主權

11.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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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安全的應有之義務，但這並非就是刑事實體法上的具體犯罪規定。由此表明，準確理解憲制性法

律與刑事實體法之間的關係，對於“ 新國安法 ”如何以刑事立法理論為指導，一切從實際出發來規定具體

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刑事實體法為維護國家安全法益，無論規

定什麼樣的具體犯罪，只要這些犯罪行為侵害的法益是國家安全法益，只要這些犯罪行為對國家安全法

益的侵害達到了一定程度，那麼，將其規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具體犯罪就具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根本

不存在什麼違反《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的問題。為此，“ 新國安法 ”在規定具體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

罪時，既尊重《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三個禁止性規定，同時又有所突破，如將“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修訂

為“ 顛覆國家政權 ”，將“ 竊取國家機密 ”修訂為“侵犯國家秘密 ”，同時還增設了“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 ”和

“與境外組織或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兩個新罪名。

( 二 ) 關於構成要件的修訂與補充

    “ 新國安法 ” 對相關犯罪構成要件的修訂與補充主要包括：

1. 調整“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主體和地點要件

    根據 “ 原國安法 ”第六條規定，“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機關或其人員以該組織或團體的名義並

為其利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出本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或第五條所指的行為，除行為人

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外，對該組織或團體科處以下主刑和附加刑 ”。這一關於法人性質犯罪的規定存在

着明顯的缺陷：第一，將組織或團體的性質限定為“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不符合實際情況。比如，從近

幾年在香港特區發生的騷亂來看，後面都有外國的各種組織或團體在背後煽動、支持，如果我們在法律

上將組織或團體的性質限定為“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還怎麼去有效懲治這些“ 掛羊頭賣狗肉 ”的外國組

織或團體呢！第二，將此類組織或團體實施犯罪的地點限制在 “ 澳門特別行政區 ”，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

的。因為這些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外國的組織或團體，他們完全可以在澳門特區境外實施其犯罪行為，

如輸送資金、對 “暴徒”進行培訓等，都可以在澳門特區境外實施，對這些在澳門特區境外實施的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按照保護管轄原則，澳門特區一樣享有刑事管轄權。基於此，“ 新國安法 ” 第十五條從實

際情況出發，在保留其法人性質犯罪的基礎上，將犯罪主體從“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機關或其人

員”修訂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組織或團體或其人員”，同時在犯罪地點方面刪除了“ 在澳門特別行

政區 ”的限制性規定。這一修訂充分體現了刑事實體法立法不僅要嚴謹，而且必須要從實際情況出發。

2. 調整“分裂國家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犯罪手段

“ 原國安法 ” 關於“分裂國家罪 ” 和 “ 顛覆國家政權罪 ” 的規定，在客觀構成要件方面，要求行為人

必須是使用“ 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 ”。從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的刑事立法考察，關於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此類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是否必須要以暴力實施，確實不盡相同。立法者究竟採用何種立

法，關鍵是要從本國或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 》（ 以下簡稱“ 香港國安法 ”）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二條在規定 “分裂國家罪 ” 和 “ 顛覆國家政權罪 ” 時，

之所以明確規定不以使用暴力為客觀構成要件，而是規定只要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分裂國家、

破壞國家統一行為和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的，即構成犯罪，其立法宗旨就是為了適應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

罪的需要，因為從發生在香港特區各種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來看，有的是使用了暴力，如“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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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 放火燒毀公物、佔領學校，但有的並不一定使用暴力，如“ 港獨 ”分子密謀、策劃、組織分裂國家的

遊行。由此表明，在香港特區要禁止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行為，將犯罪手段限制在暴力範圍

內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為此，“ 新國安法 ”第八條和第九條借鑑了“ 香港國安法 ”的這一立法經驗，廢除

了“ 原國安法 ” 關於構成 “分裂國家罪 ” 或 “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 ”必須使用“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 ”

的限制，明確規定 “ 藉任何非法手段 ”，試圖作出分裂國家行為或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的，即構成犯罪。這

一規定必將對那些企圖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的不法分子產生強大的威懾力。

3. 擴充“分裂國家罪”的構成要件

    根據 “ 原國安法 ”第二條規定，“分裂國家罪 ”主、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就是實施了“ 試圖將國家領土

的一部分從國家主權分離出去或使之從屬於外國主權者 ”。這一關於分裂國家行為的定義顯然具有傳統國

家安全觀的色彩，忽視了國家內部的穩定和安全。因為按照“ 總體國家安全觀 ”的概念，國家安全是國家

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統一，而國家的內部安全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的穩定性。根據中國憲法規定，

中國實行的是單一制國家結構，中央和地方具有行政上的上、下級關係，所以地方也叫地方行政區域。如

果有人試圖破壞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中央與地方的上、下級關係，就是在破壞國家內部的穩定和安全，其性

質就是在分裂國家，危害到國家的內部安全。根據《中國憲法 》和《 基本法 》規定，澳門特區雖享有高

度自治權，但在單一制國家結構下，中央和澳門特區的關係仍然具有行政上的上、下級關係，澳門特區的

法律地位仍然屬於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確保並維護這種關係，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內部

穩定和安全。為此，“ 新國安法 ”第八條擴充了“分裂國家罪 ”的構成要件，將試圖改變澳門特區或國家其

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的行為，也視為分裂國家的犯罪行為。這一對 “分裂國家罪 ” 構成要件的修訂，顯

然是突出了國家的內部安全，表明試圖改變國家內部地方行政區域法律地位的行為，也是一種分裂國家

的行為，從而深刻體現了“ 總體國家安全觀 ” 對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的影響和指導作用。

4. 擴充“煽動叛亂罪”的構成要件

    “ 原國安法 ”規定的 “ 煽動叛亂罪 ” 就其主、客觀構成要件考察，僅限於煽動他人去實施“ 叛國罪 ”、

“分裂國家罪 ” 和 “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罪 ”三種犯罪行為，或者煽動駐澳部隊成員棄職或叛變。但是，從

香港特區發生的實際情況來看，那些煽動者的煽動行為往往並非是直接煽動他人叛國、分裂國家或顛覆

國家政權，而是煽動他人去參與各種騷亂，意圖通過各種騷亂去引發社會動盪，去破壞社會的內部穩定，

去乞求外部敵對勢力的干預，以此達到癱瘓政府的管治、搞亂香港的目的。為此，“ 新國安法 ”第十一條

本着居安思危的立法理念，再次以“ 總體國家安全觀 ”為指導，擴充了“ 煽動叛亂罪 ” 的構成要件，明確

規定，凡屬“公然和直接煽動他人參與旨在危及或損害國家的內部或對外安全利益的騷亂”，只要“ 按其他

法例規定不科處更重刑罰 ” 的，就構成 “ 煽動叛亂罪 ”。這一對 “ 煽動叛亂罪 ” 構成要件的修訂，同樣是

將國家的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結合在一起，因而再次深刻體現了“ 總體國家安全觀 ” 對具體犯罪構成要件

的影響和指導作用。

( 三 ) 關於新罪名的增設

    “ 新國安法 ”增設了兩個新罪名，即第十條規定的 “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和第十三條規定的 “ 與境外組

織或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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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設“教唆或支持叛亂罪”

“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 ”實際上可分拆為兩個罪名即 “ 教唆叛亂罪 ”和 “ 支持叛亂罪 ”。所謂 “ 教唆叛亂

罪 ”，就是指用公開或私下勸說、慫恿、利誘或威脅等方法，唆使並引起他人去實施“ 叛國罪 ”、“分裂國

家罪 ” 或 “ 顛覆國家政權罪 ”，且按此三罪的規定不會被科處更重刑罰的行為。關於“ 教唆叛亂罪 ”，要注

意教唆行為針對的對象是特定的人，這一點與“ 煽動叛亂罪 ”不同，因煽動雖也是一種廣義的教唆行為，

但煽動的對象是不特定的。如果教唆的對象是不特定的，且教唆行為具有“公然 ” 和 “ 直接 ” 性，那就會

構成 “ 煽動叛亂罪 ”。所謂 “ 支持叛亂罪 ”，則包括了兩類行為：一類行為就是指意圖幫助或協助他人實施

“ 叛國罪”、“分裂國家罪”或 “ 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對其給予支持，尤其是通過提供物質、情報或其他支

援給予支援；另一類行為就是指意圖資助他人實施“ 叛國罪 ”、“分裂國家罪 ” 或 “ 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

提供或收集資金、經濟資源或任何類型的財產，以及可轉化為資金的產品或權利給予支援。只要這兩類

支持行為按上述三罪的規定不會被科處更重刑罰的，可獨立構成 “ 支持叛亂罪 ”。從主觀要素來看，此類

教唆或支援行為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因而其犯罪故意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

    在大陸法系共同犯罪理論中，教唆者或幫助者被稱之為“ 教唆犯”或 “ 幫助犯”，他們是相對於直接參

與實施犯罪或在幕後指揮犯罪的 “正犯 ” 而言的，所以會按 “正犯 ” 的罪名一起受到處罰。但是，在現代

刑事立法中，立法者為了對某類教唆行為或幫助行為加強懲治和防範力度，往往會將這些教唆行為或幫助

行為同 “正犯 ”的行為分開處理，獨立構成一種新的罪名，並為其設置獨立的法定刑。這是現代刑事立法

中常見的一種立法方式，理論上稱之為教唆行為或幫助行為的 “正犯化 ”。在澳門現行刑法中，也包括了

這樣一種立法方式 12。

可見，“ 新國安法 ”增設“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 ”，一方面符合關於教唆行為或幫助行為“正犯化 ” 的刑

事立法理論以及澳門特區本身的刑事立法實踐，另一方面也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借鑑 “ 香港國安法 ”的立

法經驗，以此來加大對國家安全的保護力度。

2. “與境外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

“ 原國安法 ”第七條規定同第六條一樣，都是屬於法人性質犯罪的規定，並非獨立的罪名，但“ 新國

安法 ” 對這兩個條文採取了不同的修訂方式：如前所述，對 “ 原國安法 ”第六條採取的修訂方式是在保留

法人性質犯罪的基礎上，對組織或團體的性質以及實施犯罪的地點作出修訂。對 “ 原國安法 ”第七條則採

取了刪除原條文之後，增設“ 與境外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修訂方式。

“ 新國安法 ”之所以對 “ 原國安法 ” 第七條採用廢止的修訂方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從“ 原國安法 ” 第

七條規定的實質來看，明顯具有內外勾結的性質。這種內外勾結性質的犯罪與法人性質的犯罪沒有內在

的聯繫。《 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從維護國家主權的角度，禁止澳門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是一種維護國家主權的政治性宣示。但刑事實體法在規定具體犯罪時，則

更應當從打擊犯罪的實際需要出發。為此，“ 新國安法 ”借鑑 “ 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經驗，獨立規定了一種

內外勾結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因為香港特區的騷亂告訴我們，在香港特區，對國家安全的最大威

12. 比如，澳門第 17/2009 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規定的“慫恿他人不法使用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屬於教

唆行為的“正犯化”。而澳門 3/2006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規定的“資助恐怖主義罪”，屬於幫助行為的“正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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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不是來自外國的武裝侵略，也不是來自外部的什麼“ 制裁 ”，而是來自內外勾結的 “ 顏色革命 ”的威脅。

這種內外勾結型的犯罪危害極大，那些內部的 “ 蛀蟲”為了出賣國家利益，勾結外部敵對勢力無所不用其

極，不嚴懲不足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國安法 ”之所以明確規定了“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就是要從根子上徹底斬斷此類內外勾結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分子的魔爪。

    “ 新國安法 ”第十三條借鑑 “ 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經驗，居安思危，明確規定了“ 與境外組織、團體或

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 ”。根據該條規定，凡“ 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聯

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的，就會構成 “ 與境外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罪 ”。該罪

在犯罪主體方面是“ 開放性 ”的，不管什麼樣的組織、團體或個人，只要符合法定的構成要件，都可以構

成此罪。為了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要求，“ 新國安法 ” 不僅對內外勾結行為的外部表現形式作出了

明確規定，如非法擾亂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操控、破壞選舉，乞求外部勢力對國家或澳門特區進

行制裁、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引發澳門特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的仇恨，而且就 “ 聯繫 ”行為的外

部表現形式也作出了明確規定，如向境外組織、團體或個人提出請求，與其串通，接受這些組織、團體或

個人的指使、控制、資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協助該等組織、團體或個人作出法律所規定的各種不法行

為。

可以說，“ 新國安法 ”增設“ 教唆或支持叛亂罪 ” 和 “ 與境外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

全罪 ”，這是“ 新國安法 ”最接“ 地氣”的突出表現。因為它們是中央人民政府、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政府

以及廣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同胞同形形色色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進行長期鬥爭的智慧結晶和法

治產物，它們為在特區土地上構築起一張嚴密的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網 ”提供了夯實的法律保障。

三、實現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結合折射出“新國安法”的結構特徵

    法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實體法，另一類是程序法。實體法是以規定和確定權利與義務或者職

權與職責為主的法律，故具有規範行為的內容和效果，如刑事實體法；程序法是指以保證權利和義務得

以實現或職權與職責得以履行的有關程序為主的法律，故以實施實體法的一般程序為己任，如刑事程序

法。

( 一 ) 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的相互配合

長期以來，由於理論界比較重視實體法的功能，因而對程序法往往容易忽視。但是，自進入二十世

紀以來，注重程序法和嚴格按照程序辦事，已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法治實踐的大趨勢，程序法作為實體

法的保障，越來越受到理論界以至立法者的關注。目前，在法學理論界，學者們的共識就是認為實體法

和程序法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兩者相互配合，並通過互動相融來共同增強法律系統的完整性，共

同實現法律的價值和目標，共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司法公正。

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之間的關係同樣如此。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立法上，刑事實體法的任務

就是要嚴格遵循刑事立法的一般規則和實際情況，針對各種足以危害國家安全的不法行為，將其規定為

具體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並予以懲治，以實現“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的立法宗旨。而刑事程序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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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就是要在預防、偵查、起訴、審判等各種程序和相關措施方面，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設置一套特

別的刑事程序，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合法、公正的程序性規定，來保障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刑事實體

法所體現的正義和價值得到真正的實現。事實上，針對特定的犯罪設置特定的刑事程序，這在澳門的刑

事立法中已成為一種慣例。比如，針對有組織犯罪、毒品犯罪、洗黑錢犯罪、恐怖主義犯罪、電腦犯罪

等特定犯罪，立法者都在相關的刑事實體法中設置專章來規定特定的刑事程序或措施。

遺憾的是，“ 原國安法 ” 在其立法過程中，對程序法的配合重視不夠，整部法律主要還是從刑事實

體法的角度進行立法，在刑事程序方面只是規定了特定的不公開程序以及將“ 原國安法 ” 規定的犯罪列

入《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 》第一條第二款 a）項之中，此外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刑事程序方面的規定，這對於

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法益的特定犯罪來說，顯然是不足夠的，因而構成了“ 原國安法 ”一個明顯的缺憾。對

此，特區政府幾年前已有所察覺，並採取了相應的立法措施。比如，通過修訂《 司法組織綱要法 》，規

定審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檢察官和法官必須是中國公民；通過修訂《 司法警察組織法 》，設立專門負

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部門。但這畢竟是“ 杯水車薪 ”，不足以真正體現程序法對實體法的配合與保

障。因此，如何從程序法的角度，加強對 “ 原國安法 ”的配合與保障，實現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機結合，

這是修訂 “ 原國安法 ”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新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 二 ) 刑事實體法與刑事訴訟法的有機結合

基於上述理由，“ 新國安法 ” 突破了實體法“一統全局 ” 的立法特徵，將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有

機結合在一起，從而實現了實體法與程序法相互配合的立法宗旨。

    “ 新國安法 ”第三章的標題就是“ 刑事程序規定 ”。這一章的 “ 刑事程序 ”實際上是相對於刑事訴訟程

序而言的。在這一章中，除“公開進行 ”是“ 原國安法 ” 已有的程序性規定之外，其他相關規定都是新增

的訴訟程序方面的規定，包括國家秘密的證明、對其他法律中針對嚴重犯罪的訴訟措施和調查手段的准

用、羈押、判決的通知以及履行合作義務的特別情況等程序性規定。比如，考慮到在處理危害國家安全

案件時，可能會涉及到國家秘密的認定問題，“ 新國安法 ” 第二十三條規定了特定的證明程序，即如有需

要，司法機關可向行政長官或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取得某一文件、資訊或物件是否已經被確定為

國家秘密的證明文件。還比如，考慮到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嚴重性，為確保偵查、審判等程序的順暢，

“ 新國安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可准用其他相關法律對特定犯罪所適用的特定程序性條款，包括准用《 澳門

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法 》（ 第 10/2000 號法律）關於免除作證特權和保密義務的規定，准用《 預防

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2/2006 號法律）關於對有關帳戶予以管制的訴訟措施的規定，准用《 禁止不

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 》（ 第 17/2009 號法律）關於先予執行證據措施、在財富調查

中保障履行職業義務以及滲透調查取證制度等規定，准用《 有組織犯罪法 》（ 第 6/97/M 號法律 ）關於

防止翻供、身份認別的特別期間、財富調查所涉扣押和權利保障制度以及為特別減輕行為人刑罰所適用

的特殊再審程序等規定，准用《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 》（ 第 10/2022 號法律）關於刑事和行政處罰

以及處理違反這些訴訟措施情況的規定。再比如，考慮到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嚴重性及有關行為及行為

人的特別危險性，“ 新國安法 ” 第二十五條規定法官對故意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包括預備行為的嫌犯可

實施強制羈押。毫無疑問，這些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所適用的專門的刑事訴訟程序方面的規定，不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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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迅速、有效地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提供訴訟程序方面的保障，而且也可以為確保行為人的正當權利

提供訴訟程序方面的保障。

( 三 ) 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設置專門的預防性措施

    所謂 “ 預防性措施 ”，其實質就是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或涉嫌人允許有許可權部門提前介入並

採取相關措施。“ 預防性措施 ”也屬於廣義上的程序法，只不過是相對於刑事訴訟程序而言才叫“ 預防性

措施”。“ 新國安法 ”第四章專門規定了以下三種 “ 預防性措施”。

1. “情報通訊截取”

“ 情報通訊截取 ” 往往也被稱之為“ 情報通訊監察制度 ” 或 “ 通訊監察 ”，其目的就是由有許可權部

門基於國家安全或偵查犯罪需要，依法對被懷疑從事秘密活動的人的通訊予以攔截、讀取、調閱。“ 通訊

監察 ”雖為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所規定，但由於“ 通訊監察 ” 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個人的通訊自由，因

此，立法者都會對 “ 通訊監察 ” 的實施作出嚴格的規範，“ 新國安法 ”同樣如此。比如，根據 “ 新國安法 ”

規定，只有當有依據的理由相信實施通訊截取措施對收集與危害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屬必須的，才可由

具許可權的刑事警察當局提出聲請並須取得保安司司長的預先同意，然後才能向具許可權的法官提出聲

請，在獲得法官的許可批示後，方能對從事秘密活動的人的通訊進行截取。除此之外，“ 新國安法 ” 還規

定了“ 情報通訊截取 ”的實施期限和緊急情況的例外處置，規定了通訊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的取得和限

制，規定了截取所得資料在處理、轉移或轉化為證據時的必要程序，並透過准用第 10/2022 號法律關於

截取方法、程序手續、義務及其違反的處罰制度等規定，來確保“ 情報通訊截取 ”措施的正當性和保障居

民的合法權益。

2. “臨時限制離境”

“ 臨時限制離境 ” 適用的對象只能是有跡象參與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當這些涉嫌人身處澳門特

區時，應具許可權刑事警察當局有依據理由的聲請，具許可權法官可命令該等人士在一定期限內，必須

逗留於澳門特區，不得離境。對該等人士適用“ 臨時限制離境 ”的目的，就是為了預防此類人進一步參與

可疑活動，以防控可識別的國家安全風險威脅，並促進該等人士配合當局調查取證，避免原應取得的證

據滅失。為此，“ 新國安法 ” 就 “ 臨時限制離境 ”個案聲請的司法審批和合法性監督、措施的最長期間、

措施消滅或終止的條件以及逗留澳門特區期間的合法權益等作出了相應規定，並透過准用《 刑事訴訟法

典 》中有關告知、上訴和損害賠償等制度，給予被臨時限制離境者適切的權利救濟途徑。

3. “提供活動資料”

“ 提供活動資料 ” 適用的對象只能是澳門特區以外的組織或團體，以及與該等組織或團體訂立關係

的相關實體或人員。該等組織或團體包括其機關據位人、負責管理工作的人員或代表人，必須於具許可

權刑事警察機關通知書指定的期間內，向其提供法律所規定的該等實體的相關資料，如成員身份、從事

活動、財政收支等方面的資料。對該等實體及人員之所以要求其“ 提供活動資料 ”，目的就是為了防範外

部勢力透過表面正常的活動暗中策劃、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或扶植危害國家安全的團體或個人，

利用他們來危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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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 “ 預防性措施 ”，對於及時偵破和查處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案件，以及防止外部敵對勢力通

過內外勾結來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必要的。這些“ 預防性措施 ”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補充，同樣從程序上

為準確、及時、有效地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立法理念還是從立法內涵抑或是從立法結構上考察，“ 新國安法 ”所顯現的鮮明

的時代特徵、地緣特徵和結構特徵，都足以表明 “ 新國安法 ”是一部接“ 地氣 ” 的國安法，是一部足以擔

當起維護國家安全重任的基礎、主幹和核心法律。我們堅信，隨着“ 新國安法 ”的公佈與實施，澳門特區

政府全面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性責任將會得到更有力的法律保障，“一國兩制 ”在澳門特區的成功實

踐必將會結出更加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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